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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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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

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 20 世纪初期抵制日货

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

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

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

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中图分类号］D634.3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23）02-0062-12
A

Multiple Aspects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in 

Dutch East Indies

JIA�Jun-ying

(School�of�Marxism,�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Key words: Indonesia;�Dutch�East� Indies;�Chinese�Chamber�of�Commerce;�nationalism;�boycott�of�

Japanese�goods

Abstract: This�paper�begins�with�an�overview�of�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Chambers�of�Commerce�

in� the�Dutch�East�Indies�and�examines� their�campaigns�boycotting�Japanese�goods�prior� to� the�War�of�

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Those�campaigns� in� the�early�20th�century�varied� in� terms�of�

scale�and�intensity.�After�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broke�out�in�1931,�Chinese�

Chambers�of�Commerce�across�different�regions�came�together�to�boycott�Japanese�products,�manifesting�a�

surge�of�Chinese�nationalism�in�the�Dutch�East�Indies.�This�may�be�attributed�to�the�overall�atmosphere�of�

anti-Japanese�sentiment�arising�amongst�the�Chinese�in�South�East�Asia.�In�addition,�those�economic�and�

political�policies�conducted�by�the�Government�of�the�Dutch�East�Indies�may�also�have�been�a�driving�force�

behind�Chinese�campaigns.�This�study�encapsulates��multiple�aspects�of�overseas�Chinese�nationalism�in�

moder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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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上半叶，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风暴中，东南亚华

侨［1］掀起了以提高华侨地位、争取华侨正当权益和支援中国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抵制日

货运动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抵制”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为“boycott”，港台也译作“杯葛”。“抵

制”一词正式出现是 1880 年英军的退役上尉查尔斯·杯葛（Charles�Boycott）因反对当地的土地改革

而受到爱尔兰土地同盟组织的抵制。此事虽是经济纠葛，但也和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民族纠纷相

关。因此，“抵制”一词自产生就伴有民族主义成分。“抵制”普遍指因社会、政治原因，自愿放弃使

用和购买某一个人、组织或国家的物品甚至放弃相关交易，以此表达抗议。

近代中国曾发生多起抵制运动。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商业、思想、市民、对中国

的影响、日方的反应等主题。［2］学界对抵制运动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延伸则研究较少，且聚焦于华侨

整体。［3］然而，抵制日货运动能否真正实施，取决于商人与商会。［4］中华商会A是海外华侨社会的

代表性机构，其在华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背后有哪些因素复杂交织，呈现怎样的

民族主义面向？这些问题都有待深究。

本文选取与日本有密切经贸往来，但学界较为忽视的荷属东印度B为考察区域，以中华商会为考察

对象，运用各地报纸（如印尼《新报》、新加坡《叻报》、上海《申报》）、华商期刊（如《三宝垄中华商

会三十周年纪念刊》《苏华商业月报》）及中国与日本的档案，对近代荷印华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进行全

面考察，力图探寻其变化历程和特点以及背后的原因，拓宽理解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维度与面向。

一、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

19 世纪中后期，荷印殖民政府和清政府的华侨政策对中华商会的成立形成了推拉作用。殖民政

府在“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华侨社会的管控，在充分利用华侨发展印尼经济的

过程中并未赋予其相称的法律地位，这促使华商寻求新的利益诉求机制。与此同时，清政府的经济

政策经历了从“重农抑商”到“商战护国”的重大转变，为商会的设立奠定了政策基础。清政府的

华侨政策从“无暇顾及”转变为“领事保护”，则为海外中华商会的建立作出铺垫。

传统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与基层自主秩序，随着华侨移植海外，形成海外华侨社团组织相对独

立的自我管理，使其在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甚至反而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自主生存。［5］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荷印华侨社会致力于从民族角度重新塑造群体形象，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建立中

华会馆，实现华侨社会跨越血缘、地缘进行更高层次的整合。1900 年，荷印第一个中华会馆在巴城成

立，旨在打破华侨社会的宗乡界限，加强团体互助，倡导儒学，宣扬民族文化，建立学校，学习中文，

改良社会习俗等。此后，“中华会馆”及其所办的侨校“中华学校（堂）”如雨后春笋般在荷印各大中城

市出现。中华会馆与此前的传统自治机构共同为中华商会的产生奠定组织和人员基础。［6］

因此，当1905年清政府派荷印华侨张振勋以外埠商务大臣的身份率团考察东南亚，号召成立中华商

会时，巴城快速响应，于1906年成立商会，其后荷印主要的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纷纷响应。［7］荷印中华

商会成立初期是半官方性质，由清政府颁发关防，又在荷印注册，遵守荷印法律。商会领导者和成员中有

些拥有中国的官方职位（通常是虚职），有些则是荷印政府的华人官员，也有些是其他华侨社团的领导人。

20 世纪初，大量荷印中华商会出现并迅速发展，这是海外华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华商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体现。中国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使中华商会迅速掌握华社领导权，

成为代表华商及华社的领导性机构，重新塑造华侨社会的组织机制。

与传统的华侨组织相比，中华商会运行过程中严格的选举制度和日趋完善的监督制度保障了权

力支配关系的落实，议事制度体现了实际行为中的关系互动，会费和财务的公开透明增进了会员间

A�本文中的“中华商会”是指晚清时期海外华侨建立的中华商务总会、华人商会、华商商会、中华商务

分会等组织，民国时期逐渐改称中华总商会、华商总会等。文中为行文方便，笼统使用“中华商会”统称。

B�荷属东印度，以下简称“荷印”，指荷兰占领时期的东印度群岛，独立以后改称“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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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度，这些都是商会职能得以很好发挥的制度保障。商会内的信任度、关系强度、互惠程度、

关系持续性等相对传统组织更强。与中国本土的商会相较，荷印中华商会的组织结构和会员来源更

为复杂，商会改组引发的组织变动和纷争更加激烈、持久。

荷印中华商会通过收发、翻译函电，创办、交流商会报纸、期刊，商业调查，参加各类庆典活

动等方式，实现信息的传达与共享；通过协助建立同业公会，处理华商之间、华商与西商、中国本

土商人、南洋华商之间的各类纠纷，推动华商经济发展。同时，荷印中华商会是搭建荷印华侨与中

国联系的关键机构。其在与中国各类实业、侨务机构及商会的交流中，努力争取如领事保护、国籍

自主、经济自主等群体性权益。而支持中国实业和社会救济的活动，使中华商会跨国的社会与商业

网络进一步扩展。

荷印中华商会的主要职能不仅在于团结各业华商，代表华商与荷印政府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发

展华侨商务，还在于负责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维护华侨利益和联络华侨感情。［8］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中国涉侨机构及外交机构的完善，中华商会逐步转向对华侨社会及华商经济领域的关注，

为华侨谋求话语权，为整个华侨社会改善福利。印尼中华商会在提升华侨群体形象的教育活动、文

化活动中承担重要责任，在提供经费的同时，探讨其未来走向。在有关华侨的生老病死的各个环节

中注重慈善和福利的推广，促进华社群体权益。

荷印中华商会也是构建跨域华商网络的主要推动者。20 世纪 30 年代，荷印各中华商会成立荷

印中华商会联合会，使其制度化网络得以巩固、加强。荷印中华商会以商会和联合会的群体性形象在

印尼经济和政治的核心领域如米、糖、金融乃至移民条例等方面，与殖民政府展开博弈，并努力实现

自我调整。他们亦积极参与印尼的慈善、福利事业，推动民族融合进程。中华商会还在与荷商、日商、

华商的多边互动中，通过抵制日货、发展国货、建立联合组织的形式来应对华商群体性经济危机。

可见，相较于海外华侨传统社团，中华商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语言、行业的限制，拥

有中国和荷印的双重认证，是集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领导组织。同时，荷印中华

商会创办和支持的报纸、期刊，成为华侨了解中国、荷印和世界形势的窗口和表达自身需求及宣传

华侨民族主义的阵地，为荷印华侨提供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9］

日本军队占领荷印后，中华商会被迫关闭，绝大多数的商会会所和档案资料均被焚毁，商会领

袖和主要会员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抗日战争前荷印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运动

20 世纪头 20 年正是荷印华侨社会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运动也随着

华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在 1919 年达到第一个小高潮。但荷印各地中华商会内部抵制日货的态

度又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巴城中华商会，在抵制日货运动中比同时期的三宝

垄和泗水中华商会表现得更为慎重、消极。1928 年荷印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运动呈现波浪型。运

动前期慎言抵制，主要集中于募捐活动，各地以中华总商会为核心成立各类救济会、后援会，形成

长期的有组织的募捐活动。后期在国民党海外支部的号召和监督下，逐渐与之共同展开实质性抵

制。虽然各地抵制程度不同，但均对日商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同时，各地商会均极力避免暴力

抵制。

（一）荷印中华商会首次抵制日货概况
1905 年，东南亚华侨掀起的抵制美货浪潮为日后抵制日货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10］1908 年，

广东民众因二辰丸事件号召抵制日货，荷印中华商会迅速作出反应。日惹和泗水的中华商会通过了

抗日决议“不买卖日货；不得搭日本船；不可嫖日本妓；不可看日本戏；要共相劝勉我同胞实行抵

制”，但态度相对理性，不强迫、非暴力，主张“共守文明，坚持到底。”这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

认为中华商会是荷印华侨社会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建议日本政府深究中华商会的背景资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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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5 年荷印中华商会变相抵制日本活动
1915 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中国本土的抵制日货运动蔓延到南洋时，荷印的抵制态

度相对保守。例如，三宝垄中华商会一再强调抵制日货运动是政治性行为，而中华商会为商业联合

组织，不涉政治，拒绝参与抵制，“唯独对于爱国捐赠募捐活动，不甘落于人后”。三宝垄中华商会于

1916 年再次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抗争日本办法，仍决议“避免抵制，以募捐代之”。最终，三宝垄中

华商会主持召开“社团联席会议”，号召成立“三宝垄华侨救济会”。会议推举中华商会任主席，总

体把控募捐活动。［12］三宝垄中华商会之所以采取这种慎言抵制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1912 年

中华民国初建时华侨社会曾因是否升“青天白日旗”而爆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引起荷印政府对华侨

民族主义的注意。爪哇部分区域曾有小规模的抵制活动，但在驻爪哇日本领事强烈要求荷印政府干涉、

限制的情况下逐渐销声匿迹。日货逐渐利用一战的空隙与欧货竞争，抢占荷印市场。

1915 年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未成气候，以主持救济的形式变相抵制日本。荷印政府在这

一阶段也并未放松对华侨民族主义的警惕，密切关注中华商会动态。

（三）1919 年荷印中华商会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的小高潮
巴黎和会上日本拒绝归还山东的消息传来，海内外中华儿女群情激愤，抵制日货运动随之爆发。

荷印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则呈现波浪型。

1. 1919 年荷印中华商会由温和转向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荷印华侨曾对北京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其借巴黎和会之机解决华侨在荷印的法律地位和国籍问

题。他们组织跨区域的荷印华侨联合会，在各地中华商会的赞助下，派代表向北京政府申诉。［13］然

而，他们的愿望最终落空。荷印中华商会普遍对北京政府不满，也无意抵制日货。

中国内地的商会、华侨联合会和南京华侨学生会曾公开呼吁爪哇各中华商会抵制日货，但并未

有任何积极响应。［14］�相反，巴城中华商会主张慎言抵制；抱怨部分报刊发表号召抵制日货的匿名文

章遭至政府的注意，为华商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批评率先发起抵制的三宝垄中华商会行为轻率、鲁

莽，引起政府干涉，引发华商内部冲突。［15］巴城中华商会身处政治中心，受到更加复杂的考验。迫

于舆论压力，时任巴城中华总商会会长邱變亭于 6 月底公开登报申明“商会愿为后盾”。［16］�然而，

并无进一步实质性的抵制。经过多次开会商讨，巴城中华商会决议将“抵制日货”转换为“发展国

货”，认为组织国货公司既能响应祖籍国的号召，又不触犯荷印政府政策，能够保护华商利益。最

终，由闽粤华商和经营日货的大商店店主三类会员各自筹资 100 万元，分别设立三家国货公司。［17］

由上可见，荷印各中华商会最初倾向于温和、理性、迂回的抵制策略。然而，很快被中国如火

如荼的激烈抵制形势所感染，转向正面的实际抵制行动。三宝垄、巴城、泗水和望加锡的中华商会

先后达成决议，表达继续抵制日货的决心。［18］三宝垄中华商会各会员店主商议7月15日不再收日货，

巴城以 8 月 15 日为不再收日货的期限。与日货竞争的华侨制造业和经营国货的华商在抵制日货中受

益最大，抵制最为积极。例如，泗水中华公司首先将各种日货当场焚毁。

随着形势的发展，土生华侨也改变了抵制初期的漠视态度，在商会例行会议中提议为中国捐款，

“国内各埠均进行储捐，我辈不当作壁上观”，遂召开特别募捐会议。［19］

2. 荷印中华商会由慎言抵制转向激烈抵制的原因

荷印中华商会初期慎言抵制的态度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其一是日货已逐步取代欧货成为荷印原

住民的重要消费品。以棉产品为例，1915—1918 年，日棉在荷印的输入额成倍增长。1918 年，日货

整体输入额占荷印输入额的比重与 1914 年相比增长了 20%。［20］荷印华商以中介商为主，抵制日货

关乎华商整体发展。其二是英属马来抵制日货运动演变为抢米风潮。［21］在槟城政府、槟城中华总商

会、北京政府驻槟城领事馆的联合作用下，事态才得以平息。［22］�鉴于此，三宝垄、巴城、泗水等地

的中华商会优先考虑稳定荷印社会秩序，避免大的种族冲突。同时，各地中华商会配合荷印政府收

购大米库存，交由政府统一出售，以控制米价，稳定社会秩序。荷印政府认可中华商会慎言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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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表彰其积极配合政府的行为，盛赞巴城中华商会的会长邱變亭深思熟虑、有远谋。［23］

然而，荷印中华商会很快转变态度，展开正面的实际抵制行为。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及南洋华

侨社会整体抵制日货运动形势高涨的感染，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强势监督和推动。马

克思主义者通过“铁血团”“救国团”等组织，用涂秽物、割耳等手段，暴力惩罚拒绝抵制日货的华商

和中华商会。例如，亚齐的知名华商李达山曾被多番匿名警告，但仍拒绝抵制，终惨遭谋杀。［24］

马克思主义者的暴力监督给了中华商会巨大的抵制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施行严格的抵制措施，

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中华商会公开指责“铁血团的行为太过分”，声明商会的行为符合“中

国领事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并强烈要求荷印政府调查暴力行为的幕后策划者。［25］荷印政府最终

认定共产主义者有通过“救国团”“铁血团”执行暴力指令的迹象，要求巴城华人公馆在荷兰文报纸

AnetaA中署名刊登调查结果，声明政府将严厉处罚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群体和组织。荷印政府惧怕

华侨马克思主义者与正在组织全国罢工的“东印度社会民族联盟”（1920 年改组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

盟，是亚洲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结成联盟，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荷印政府的一系列高压措施迫使中华商会放弃公开抵制。各地华人公馆的官员（部分是中华商

会的会员），也陷入两难境地，在向殖民当局报告（可疑）活动和向民族主义者提供援助之间摇摆不

定。部分华商批评中国驻荷印的领事馆未能及时发挥作用，使得荷印政府将抵制日货与共产主义相

联系，使华侨社会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境地。英国的外交官亦指出，华商的激烈抵制可能会导致荷印

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去获取和平与秩序的边界，不利于华侨社会的长期发展。［26］荷印华商抵制日货运

动被迫转向低潮。

总体来看，和新马地区相比较，1919 年荷印各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早期提倡温和、迂回抵制，

以“发展国货”代替“抵制日货”，后期转为正面的实际抵制行为，但引起荷印政府注意，将其与马

克思主义传播相联系，进行严厉打压。

（四）1928 年荷印中华商会与国民党共同主导的抵制日货运动
当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洋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鉴于此前抵制风潮造成严重

社会动乱，及政府对华侨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高度敏感，联合中国驻各地领事馆以媒体刊文、会议协商

等方式号召各界冷静应对，强调尊重法律。［27］这为荷印中华商会早期的抵制日货态度奠定了基调。

1. 1928 年荷印中华商会由慎言抵制转向激烈抵制

荷印各地中华商会最初未有任何形式的抵制，只以救济形式支援祖国。例如，泗水中华总商会

最初召开“社团联席会议”商讨抵制办法，决议先由“外交后援会”组织募捐，［28］后又主导建立募

捐机构“泗水华侨救济会”。［29］三宝垄中华总商会致电蒋中正，表达誓为后盾的决心。［30］棉兰中华

总商会联合各同业公会等组织，积极捐款援助。［31］日惹华商总会举行劝募公债大会，成立委员会分

区负责劝募。［32］

然而，5 月底 6 月初，荷印华商聚集的主要城市抵制日货的态度由谨慎观望、救济为主，逐渐转

向抵制，但各地情况不一。巴城华商 6 月初停办日货。泗水相对激烈，6 月下旬抵制日棉、日杂货程

度更甚，其中有 21 家颇具影响力的商号登报声明拒售日货，引起短暂风潮。［33］苏门答腊岛的巨港 6

月拒绝的日货交易额约60万盾，棉兰约100万盾。抵货过程中，华侨输入商的份量颇重，压力也最大。

按照 1926 年起荷印政府实施的进口限制条例，如华商参与抵制，将永久性影响其日后的输入份额。［34］

7 月，《南洋商报》报道荷印“日货在（华人方面）已无形消灭”。�［35］此言略显夸大，却也从侧面证

实了其抵制的激烈程度。8 月以后，荷印抵制日货运动趋于缓和。

2. 中华商会由慎言抵制转向激烈抵制的原因和影响

荷印中华商会早期未敢轻言抵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 1925 年以降荷印政府对土民和华侨民族主

A�Aneta 是荷兰语“报业集团”，成立于 1917 年，是印尼第一家新闻机构，也是安塔拉通讯社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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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弹压有关。其后受到国内各界抵货运动情形的感染，特别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叻报》的公

开号召，促使荷印华商开展实际的抵制行为。［36］此外，国民党巴城支部设立指导委员会与新加坡支

部建立联系，动员华侨新闻界渲染抵制日货的舆论氛围。荷印部分国民党匿名向华侨批发商和零售

商发送恐吓信，以阻止华商投机买进日货。�一名华侨杂货进口商因仍在经营日货而被暗杀。荷印政

府逮捕了涉嫌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诸多华侨，最终认定指导暗杀行为的是一名国民党党员。荷印

政府和日方均认为抵制日货运动与国民党密切相关。

从结果看，荷印 1928 年抵制日货使日商深受打击。6—9 月，日货输入荷印的份额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降 31.4％。数据变化有当年橡胶、砂糖、米、锡等市况低迷的原因，但主要根源是抵制日货

运动。然而，与暹罗下降 86.5% 和海峡殖民地下降 62.8% 的数额相比较，荷印的下降幅度较小。［37］

考量到日本与荷印密切的经贸关系，便不难理解荷印华商在抵制日货中所遭受的损失和承担的压力。

1926—1939 年，日本在南洋各地的输出额中，荷印所占的比例历年均是最高，且数额均超过英属马

来亚和菲律宾的总额。［38］

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日商深感受到华商的掣肘，与日本政府共谋取缔华商中介商贸易地位的

策略。日本驻荷印各地的领事及各地日商商会和工业协会多次讨论如何用 10 年时间取缔华商，确立

日商在东南亚的贸易地位。［39］�之后，日商陆续在荷印各地创建一系列零售店和大型百货商店。［40］

与前期几次抵制日货运动相比较，1928 年荷印华商及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有两个典型特征。

一是新成立的国民党海外支部成为组织者和参与者，配合、监督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运动。二是抵

制日货运动的区域有所拓展，苏门答腊岛的主要城市棉兰和巨港加入抵制行列，且表现颇为激进。

三、抗日战争爆发后荷印中华商会的抵制日货运动

（一）抗战爆发后以救济为核心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密切关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荷印华

侨社会则形成了以中华商会为中心和总机构，开展了以救济和舆论声援为核心的抗日救亡运动。

1. 抗战爆发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之外的救国运动

鉴于华侨社会此前的激烈抵制情形，荷印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立即向华侨社会的新闻

界发出禁止排日宣传的严厉警告。荷印华侨各界并未有抵制日货的即时反应。巴城中华总商会响应

总领事宋发祥的号召，借辛亥革命纪念会之机，倡导成立“救国后援会”，谋求以后援会为中心，在

与荷印法律不相抵触的范围内开展救国行动。1931 年 10 月 13 日，巴城中华总商会召开由 50 多个华

侨团体共同参与的“救国后援会”开幕式，并电告上海市商会开幕情形，声明主张对日宣战。［41］上

海市商会回应希望其在登报声援之外能够自觉、和平、坚忍地抵制日货。［42］10 月下旬，荷印局部地

区，如泗水和三宝垄抵制日货。整体而言，抵制日货不如以往严格。�［43］

1932 年“一·二八”淞沪会战以后，三宝垄中华总商会召集各社团成立“华侨救国后援会”，推

举中华商会会长张添聪任主席、国民党三宝垄支部为副主席，各社团代表为委员，向侨界募捐。［44］�

泗水以“华侨救国义赈会”的名义于 1932 年捐赠 17.3 万元。［45］苏东中华总商会组织成立“苏东华

侨筹赈祖国灾民委员会”，筹集赈灾款 7 万多盾分批汇回中国。［46］捐款数额较大的中华商会及其领

导者相继获得国民政府的嘉奖。［47］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荷印中华商会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1935 年，爪哇华文和印尼文的报纸均多次对日军策动所谓华北自治提出强烈抗议，敦促华侨社

会为即将到来的民族斗争做好准备。［48］同时，荷印各地中华商会受制于荷印政府禁止直接宣传抗日

的禁令，变相以社会救济的形式支援祖国抗日。［49］巴城设立“巴达维亚华侨赈济中国水灾会”，由

中华总商会会长庄西言任主席，9 名委员中包括 4 位中华商会领袖、2 位国民党、1 位总领事、1 位报

界人士。［50］泗水中华总商会主持召开各社团联席会议，讨论组织“泗水华侨救济中国水灾会”，推

选中华总商会为主席，米商部为副主席，郭领事为名誉主席。［51］三宝垄中华总商会召集 23 个社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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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决议成立“三宝垄筹赈中国水灾委员会”。［52］

可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荷印华侨以救济祖国的的形式变相抵制日本。救济活动超越

了中华商会单个社团，形成了跨社团、跨闽粤籍贯差异、跨土生和新侨的华侨社会大联合。

2. 全面抗战爆发前未正面抵制日货的原因

其一是华商面临前所未有的沉重经济压力。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笼罩下荷印经济明显

下滑。1931 年荷印零售业销售额相较 1929 年下降 41.4%，进口商品总量下降 40%。［53］�与荷印经济

下滑形成明显对比，日本对荷印贸易的输出总额整体有较大增幅，并于 1933 年超过荷兰，成为荷印

的第一进口国。［54］为应对日货倾销，荷印政府自 1932 年起陆续颁布多个限制法令，长期、临时性地

限制多种商品，涉及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55］统制政策下，日货输入荷印受限，华商亦也不可避免

地遭受损失，难以再主动发起抵制。

其二是荷印政府压制华侨公开抗日。例如，迅速取缔国民党棉兰支部组织的抵制日货委员会，

监禁和驱逐大批报界人士等。［56］荷印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荷印华侨社会未敢大规模抵制日货，即使

有抵制行为也不便公开。棉兰随习领事钮树椿曾用外交部和国民党党支部的名义公开登报推动华侨

筹赈会，引起华社反感，也遭到了外交部的指责。［57］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华侨社会难以完全团结一致抗日。总领

事一方面要劝说华侨紧密地团结起来，极力呼吁华侨向祖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方面又必须在

各个场合解释南京国民政府未作出认真抵抗的原因。［58］

由上可见，荷印政府的经济统制和政治高压政策等因素使得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荷印中华商

会并未有大规模的直接抵制日货运动，但救济祖国以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以更多元、有力的形式出

现，且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土生华侨了解中国，参与中国有关的事务。［59］

（二）全面抗战时期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涨与消落
在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荷印中华商会制日货运动发生实质性转

变，呈现出规模大、时间长、跨族群、跨地域，组织健全等特点。荷印各中心城市，以华侨筹赈会

和中华商会为中心，闽粤两帮联合起来动员各同业组织、同乡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结成抵制日货和

赈灾的统一网络。［60］

1. 全面抗战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

“七七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又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荷印各地中华总

商会和华侨输入商公会等均召开临时大会，商讨停止买卖日货，劝导购买国货。1937 年 9 月初始，爪

哇主要城市和苏岛的巨港、棉兰等城市开始施行抵制。巴城的华侨银行声明停止与日本银行往来。［61］

巴城华侨输入商总会三次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商讨策略，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仅提醒会员应充

分采办国货。然而，随着形势之严峻，巴城华侨输入商总会于 10 月 21 日再次召集临时会员大会，正

式表示将全面抵制日货，明确各会员商号即日起停止以任何形式采办日货，但给予杂货行、瓷器行 1

个月采办日货的时限，允许布匹行履行已有的日货契约。11 月中旬，巴城布商公会声明自愿彻底抵

制日货，违者需缴纳罚款。12 月中旬，巴城华侨零售商停办日货。26 家大杂货输入商迫于压力，联

合在各报重申将严格履行抵制日货的约定，但也希望“各处侨商仍如以前来往，顾全彼此血本，维

持双方营业”。事变之前华侨社会公认的亲日派或者摇摆派，在事变以后态度急剧转变，或奔走于募

集救济资金，或与日本保持明显的距离。�［62］

从总体上判断，1937 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在民族大义关头，荷印中华商会的抵制日

货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于 1938 年第一个月达到了高潮，到 1938 年底日趋冷却、

理智。［63］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8 月，日货输入额呈直线下降态势，1938 年 1—3 月，与上年同期

相比较下降 70%，明显超越 1928 年抵制日货期间下降的 31.4%。［6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欧洲商品来源断绝，荷印所需求之工业品，依赖日本供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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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更殷，杯葛仇货（抵制日货）之空气由热烈而冷淡”。同时，荷印政府为自身发展考虑，自 1940

年 5月 10日起施行严格的外汇统制，华商“感于取得外汇之不易，杯葛之说，更不闻有人提及”。［65］�

在抵制日货之外，荷印中华商会亦倡导发展国货并开展了大规模、持续性的募捐活动，以救济

中国和荷印地区。例如，倡导成立“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华侨灾民委员会”等联合机

构，开展如火如荼的捐款、捐物等一系列救济活动。这类以慈善为名义的抗日救国联合机构是由中

华商会和国民党海外部领导，多个社团共同参与的，打破了新侨、土生华侨、闽粤、党派限制，显

示了华社跨界的团结性。［66］据统计，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0 年末，海外华侨至少已捐款 2.21 亿元，

其中，英属海峡殖民地和荷印捐款最多。［67］德国入侵荷兰后，荷印各地中华商会又纷纷倡议成立

“救济荷兰难民委员会”，积极募捐，援助荷兰。［68］�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

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华侨领袖陈嘉庚于 1938 年 10 月 10 日发起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

难民大会”，荷印 23 个地区共 53 名代表参会，其中主要是中华商会的成员。来自南洋各埠的 168 位

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这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

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的爱国大团结。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发展，支援祖

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69］

2. 全面抗战时期抵制日货运动高涨的原因

其一是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华

侨的财产、家眷亦在战争中损失惨重。［70］

其二是多样的监督机制和严厉的惩罚机制。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组建的“南洋华侨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及其分队监督抵制日货运动进展。“锄奸团”等激进组织对拒绝抵制的商人和组织开展各类

锄奸活动，威慑力不小。1937 年 10 月中，巴城、万隆、泗水、棉兰等地经营日货的华商遭至暴力威

胁，其店面、招牌时被人涂以污油，其本人被恐吓割耳惩戒等，一半商人均感恐惧。1937 年 11 月中

旬，巴城又发生两名拒绝抵制日货的华商被割耳，以示惩罚。该案影响深远，中华总商会会长庄西

言被牵连调查，数 10 名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人被逮捕、问讯。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日货冒充

国货的现象频发。日货鉴定成为影响抵货运动的关键性问题。1938 年 10 月末，国民政府出台“查禁

敌货条例”“敌货审查委员会规则”“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一系列鉴定敌货的准则，在经济部设置

敌货审查委员会，并于同年 12 月向南洋各地的中华商会及领事馆送达日货的主要商标汇编册。［71］海

外中华商会执行和推广国民政府的政策，声明所有国货均须经过经济部认证。侨务委员会强调从日

占区出口的国产货物，应直接从固定的商社发货，或者提供与日本无关的出货证明。［72］1939 年底，

国民党中央印发了《海外各地华侨救国团体工作纲要》，从调查到执行详尽指示抵制日货工作。同

时，华商组织自设违反抵制日货决议的惩罚机制。例如，巴城布商公会声明自愿彻底抵制日货，违

者需缴纳罚款至巴城慈善会。第一次违反者需缴纳采购金额的一半作为罚款，第二次为 75%，第三

次则全数充公。

其三是 30 年代中后期日商对荷印华商地位的整体威胁冲击华商正视日货和日商所带来的危机。

华商中介商和零售商虽然担负荷印贸易链条中的核心链接作用，但由于缺乏产业基础和资产支撑，

应对经济危机时颇显脆弱。1934 年，棉兰中华商会主导的华侨商业调查结果显示，棉兰没有一家真

正意义上的工业性质的华商企业。［73］而同时，日商正在全方位挑战华商中介网，大规模设置日本零

售商店且形成联合组织。1934 年，万隆日本零售商联合“苏甲巫眉日本协会”及“井里汶日商同业

公会”等共同成立“西爪哇日商零售商联合会”，同时拟联合其他区域成立“爪哇日商零售商联合

会”。［74］中华商会明显意识到华商存在丧失最大中介商地位的危险，且其结果必将危及华侨教育事

业和社会事业。［75］《新报》长篇连载社论“荷属东印度华侨之危机”，以示警醒。［76］中国的外交人

员同样深感“华侨当前的危机确实在逐渐增加。倘不另想办法，将来商业定有崩溃之一日。”［77］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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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中间商地位受挑战，以及国际上白热化的商战，使其不得不主动抵制日货和谋求结构转型。中

华商会在抵制日货之外，亦倡导集中资本组建大型公司，突破华商金融业和航运业瓶颈。

其四，南京国民政府日渐成熟的侨务政策和涉侨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荷印中华商会联合

华社各界抵制日货的制度和组织障碍。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5 年通过《今后海外党务应如何进行》，

再次明确了海外党务与外交、侨务、情报之间的联系与边界。1937 年又通过《改进海外党务案》强

调荷印地区的党务不能公开，应遵循严密、简单的组织原则。［78］�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警

告海外党员勿滥用党权横加干涉侨团，要与侨团保持相当距离。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更着重强调要

理解海外侨胞在抵制日货中的两难境地，“海外侨胞，在居留地政府法限制下，对于各种救国工作之

推进，最感困难者，莫为抵制劣货，一面恐触犯当地政府之法令，一面又不能坐视仇货之销流。”［79］�

以上论述说明，明石阳至有关“此次抵制日货有深刻的民族主义成分，但仍缺乏足够的凝聚力，

中华商会和国民党可以在募捐运动中相互合作，却难以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达成共识”［80］的论断不够

全面。他低估了中华商会在民族危亡关头自愿自觉让渡华商经济利益的决心，亦未能动态系统地看

待国民党在抵制日货运动中逐渐成熟的涉侨政策。

不可否认，荷印华商群体及中华商会正面、激烈抵制日货运动在打击日本的同时，也给自身带

来巨大损失。荷印政府认为，全面抗战以后华侨零售商和输入商在抵货运动中受影响最深。根据荷

印政府“输入配额以上一年输入额为基准”的规定，华侨输入商在抵制日货中承担永久性减少输入

配额的巨大风险。此外，华商还需承受政治和安全压力。“七七事变”以后，荷印殖民政府仍坚持

“民族主义必须被移除”，认为“通过对抵制运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可以防止过度行为和可能的骚

乱”，禁止华社以任何形式传播抗日救国的信息。［81］荷兰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仍激烈

辩论是否取缔华侨抵制日本行为。［82］

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荷印总督发表电台讲话，宣布对日作战。之后，荷印各地方总督呼吁荷

印各社团联合抵抗日本侵略。荷印各地中华商会相继表态支持总督的抗日声明，组织相关保卫机构

协助政府与救济民众。然而，一些荷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却将其作为华侨和荷兰殖民者合作的象征，

而怀有敌意，并将日本视为“解放者”。［83］这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本文的现实意义。

四、余论

抵制日货既是中国近代民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也是近代国民外交的主要形式。如

前所述，荷印中华商会和华商参与抵制日货运动频繁、持久、多元化，且呈现出区域、时间、群体

的差异性特点，并引起华商经济结构及组织的显著变化。早期鉴于日本和荷印的密切经济关系、华

商自身不独立的中介网络地位，以及荷印殖民政府严厉的约束政策，中华商会领导下的荷印华商抵

制运动多是被动的、消极的，以发报回应、发展国货和募捐活动为主。同时，在华商内部，闽粤华

商、新侨和土生华侨之间难以达成共识，矛盾重重，不同地区因华侨构成及中华商会内部成员的构

成差别而使抵制态度各有不同。

从 1919 年开始，荷印中华商会逐渐摆脱“抵制无异于自杀”的认识，实质性地参与到抵制日

货运动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各个行业开展阶段性彻底的抵制行为，伴随着长期、规律的募捐活动，

且与国民党海外支部和中国政府驻荷印的外交部门及中共地下组织形成合作。在此过程中，华商内

部闽粤之间的地区纷争、新客和土生华侨之间的经济和认知纷争让位于民族大义和家国存亡，华商

内部形成了团结一体共同应对的局面，并逐步组建了统一组织。中华商会对与祖国相关的抵制日货

和募捐活动也从直接参与和领导，到成立华社统一慈善机构职能转移，作经济后盾。同时，随着抵

制日货运动的演进，中华商会对华商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致力于推动华商在金融业、

制造业和航运业的突破。

日本占领荷印后，中华商会的领导和成员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报复，多数都被投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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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未被逮捕的华商，其财产也被没收。［84］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是荷印华侨历史上的重

要篇章，对华侨社会的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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